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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為的行政疆界分割了空間，在過份強調疆界的政治力（static 
politico-power）而忽略其動態的生態力（dynamic eco-power）之下已造成「理性
的非理性」，而使行政疆界變成「行政僵界」無法進行環境管理及規劃的功能，
再加上被行政疆界所圍繞的空間常常大得無法解決小問題，小的無法解決大問
題，更使空間的環境容量不能有效發揮。理論上，巨觀的空間極相（Macro Spatial 
Climax;  MSC）就如同「孙宙船地球號」或「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般的觀念，
中度的空間極相（Meso SC）即「孙宙船地球號臺灣小舟」或「我們只有一個亞
洲或臺灣」，而微觀的空間極相（Micro  SC）在此 3M 系統中，乃銜接大 M 及
中 M，而以實際功能為導向。因此本章旨在探討生態性的動態功能疆界以創造
最適空間極相（Optimum  SC），來解決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 
    本文主要分成下列五個部份：(1)對於「真實空間」或「無疆界空間」的文
獻探討；(2)探討行政疆界如何成為環保的限制因數；(3)中國生態哲學──風水及
空間環境容量的關係；(4)變形蟲理論的發展；(5)以變形蟲理論來界定風水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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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現行體制中的行政疆界基本上是物理的線（physical line），以狹義的政治（管理
眾人之事）──諸如戶政、稅收等為依歸，而非以問題解決為主要考慮，因此乃
無法解決跨越疆界的問題，諸如環保及生態保育等問題。換句話說，主觀認定的
人為疆界在多元化社會之下已無法包容具有客觀事實的多元化問題。因此，疆界
乃變成僵界，一方面由於本位主義而形成各種發展差距（disparity），另一方面則
其解決問題的功能已僵化了。最近各種行政區域擴大及重組的各種方案，基本上
只是把問題擴大，而對於疆界的結構性因素並未能詳加考慮，例如行政區擴大的
社會成本以及擴大的區域是否為真實區域（real area）等。換言之，行政疆界似
乎表面上是孜定的，事實上卻是動盪不孜的，因此造成諸多空間摩擦（friction of 
space），進而累積社會擾流（social entropy）。因此本章乃嘗詴結合中國的生態哲
學－風水，並發展變形蟲理論，來初步探討彈性疆界－風水圈的概念及作法，以
因應未來環境規劃及管理的挑戰。 
 
 
第一節  文獻探討：浮動疆界及空間 
 
 
真實區域的概念是採用生態的線（ecological line）或無形的線（intangible 
line），因此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動的，浮動疆界則是由一系列的客觀指針來界
定，因此其同質性（homogeneity）很高。依文獻資料的探討，有關真實區域方
面的名詞，可大略區分為三層次：小、中及大。小的層次方面：貓狗以其撒尿範
圍為其疆界，鳥類中的啄界（pecking order），馬的踢咬界（kick-bite），來保衛其
勢力範圍，人類的人身泡沫（human bubble）用來避免隱私受損（Altman, 1975）。
西川治（1990）整理了小層次的真實空間，並以「地域細胞」（physiotop）之名
來加以形容，它們包括了：K. Pafen 的 biotop, J. Schmithusen 的 geotop, C. Troll
的 okotop 及 ecotop，更包括了集落內社會真實空間的 soziotop 等。 
    中的層次方面：都市地理學中探討都市位階（例如中地理論）時用到 urban 
field、catchment area，勢力圈，tributary area 及腹地（Clark, 1982），在探討市界
時亦提出外延疆界（overland）及內縮疆界（underbound）之概念（Ley, 1982）。
外延疆界即一地區之活動範圍及其影響所及超過行政疆界（如臺北市），反之則
如新竹市，此概念源自 Colby（1933）提出之花心（centrifugal）及花瓣（centripetal）
區域，因此乃有臺北縣不少市鄉鎮成為臺北市的床鋪社區（bed town）。另外如
法定外延管轄區（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ETJ）亦是解決行政疆界問題的一
種緩衝帶，即隨都市大小而定出 1～5 英里之外延地區（Wang, 1986）。都市社會
學于芝加哥學派全盛時期亦有類似的概念，例如自然區（natural area）（Eorbaugh, 
1961），社會區（social area）（Shevky and Bell, 1955），俗民區（ghetto）（Gans, 1962）
及血緣社區（gemeischaft）（Tönnies, 1957）等。人類學中的祭祀圈（許嘉明，1978；
林美容，1986）或信仰圈，前者意指一個以主祭神為中心，共同舉行祭祀的信徒
所屬的地域單位，其成員則以主祭神名義下之財產所屬地域範圍內之住民為限。
人文地理學則有宿泊圈（河野，1993）、集乳圈（齊藤，1986）及行商圈等的界
定。區域及都市規劃學門中亦有生活圈（含通勤圈及購物圈等）、旅遊休閒圈的
設計以發揮各層次公共設施及休閒設施的功能。在語言學上，也有因共同語文而
跨越國界形成真實區域者，例如德荷交界的富美斯蘭區及德、法、瑞三國交界的
德瑞克蘭區（Capra，1984）。行政學門中為解決問題亦有特別部門（spacial 
district）、特區（authority）來管理河流、水庫等。生物學由動植物之分佈情況亦
有真實區域，例如雨林區及貓熊保護區。地理及景觀學門亦照自然地貌而有地形
區、流域及集水區等。環境科學倡議所謂的環境區；生態學者亦倡所謂生態區
（eco-region），這些倡議基本上和最近集大成的深度生態學（Devall and Sessions, 
1985）及 Sale(1985)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有密切的關係。 
    由大的層次來看真實區域，則由傳統的平面空間轉型至垂直空間或立體空
間，例如岩石圈、水圈及人類圈（anthroposphere）（宮川＆田邊，1988）或
Oecumene──有人居住的世界（Barthes, 1986）。而 Lovelock（1979）最先提出的
“蓋亞假設”（Gaia Hypothesis）特別和大層次的真實區域有關，該假設將地球視
為一個家，並認為整個地球為一系統。因此生態學所稱的生界（biosphere）及生
態圈（ecosphere）乃相應而生（Livingston, 1985）。 
    空間的探討由地理學先行切入亦不為過，Pinchemel（1981）認為地表所存
在的一切事物，皆有其具體的位置，不管是絕對或相對的位置，都免不了有所謂
的空間性。傳統地理學將環境（milieu）置於絕對的空間及靜態的空間，而新地
理學（New Geography）著重於經濟的流動空間及線的空間而無視於絕對空間。
相對空間的探討則偏向於實際地域（sustantive region）之範疇，由相關文獻來看
（田邊譯，1973），以下的空間學說有浮動疆界的內涵，例如 H. Lautensach 的「地
理現象規則變遷帶」學說；G. Taylor 的「The Zone and Strata Theory」；H. 
Schmitthernnet 的「文化圈同心圓擴大過程學說」；前述之 W. Christaller 的「中地
理論」；H. J. Von Thunen 的獨立國或屠能圈（Thunen Ring）；J. Schmithusen 的景
觀體系圖表；K. Paffen 的景觀構造圖形等，尚又可包括芝加哥都市學派及其它都
市研究者所提出之同心圓、扇形及星形等理論。 
就空間的命名而言，Hall（1959, 1966）將空間視為寂靜的語言及隱藏的面
相來影響人們的行為，空間「變化莫測」的特性隱然存在，此後具有「浮動」特
性的空間概念陸續被發展。例如為了對抗犯罪的防禦空間（Newman, 1972）；
Foucault 於 1970 年代初期發展出來的生人仇視空間（xenophonic space）及差異
空間來說明空間權力化的現象（Foucault, 1980）；Hagerstrand（1970）發展的時
間地理學中的時間的空間，磯村（1961）為解決都市問題所提出的解放空間。
Lefebrve（1974）對資本主義空間型式批判時所提出的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
量的空間（quantified space）及質的空間（qualitative space）。還有後現代主義影
響下探討社會行動者與社會間互相形圕的社會空間（Bourdieu, 1977; Lefebrve, 
1974; Gottdiener, 1985; Smith , 1990）。Carlsten（1982）為了研究日常生活行動而
提出了 category space 的概念；女性主義研究下發展出的性別空間（Spain, 1993）；
後現代建築師們提出所謂的放逐建築或放逐空間；Castells（1989）在探討空間
的權力意義時，提出以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來取代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將防禦空間應用環境孚望之環境捍衛空間──environmentally defensible 
space（王俊秀，1993）等，這些空間都具有無處（no where）及處處（every where）
的「浮動」特性，端賴社會行動者與時空間的「交換關係」而定。 
    後現代主義興起後，社會科學家們對於空間論述有了可觀的成果，就相關部
份擇要探討之，首先 Bourdieu（1991）以伸縮自如之場（field）的觀點出發而論
述所謂的社會空間，更以人們日常習慣性行為（habitus）作為其探討重點。而各
自不同的教育、階級、文化生產的場與場間，存在著相對的自律性，這些不同的
場各有其結構化的空間位置，場與場間也有遊戲規則，而人們與各種場間也有所
謂共犯關係。而其所謂的場或社會空間卻有三次元的關係存在，一為資本的構造
（例如文化資本、社會關係資本等非經濟層面），二為資本的總量，三為時間的
變化。換言之，個人的慣性行為和空間、時間一起運作及再生產，一種社會的浮
動疆界因而出現。而此種疆界更因為「求變」及鬥爭（struggle）的再生產而變
化莫測（dynamic border）（Bourdieu, 1992）。 
Foucault（1980）主要的空間論述在於空間就是權力及知識的化身。透過生
物權力（bio-power），空間成為達到經濟及政治目標的手段，而另一方面空間再
生產出 bio-power 而和疾病、階段、污染等互相形圕。因此差異空間（heterotopias）
及差異時間（heterochronies）的概念乃為之發展開來（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1993）。由其「空間是權力及知識的複製」的概念來看，空間當然是隨著權力及
知識在不同時間的箭下而變動，因此也構成了一種浮動疆界或空間。Lefebrve
（1974）批判資本主義對時間及空間的疏忽時提出了「具體的抽象」的概念；甚
至自走式空間的概念，直接間接的建構了社會空間的浮動疆界。具體而言，空間
是社會關係的實質產物，抽象而言，空間本身就是社會關係。再進一步而言，自
然環境及社會空間乃是由人們每天的日常生活經驗所形圕，而這些生活經驗更因
社會中的所有成員集體的行動而外在化及實體化。因此空間也包括了三種內涵：
心理意象、空間實務認知及社會實踐。換言之，在上述三項基礎上，社會關係和
空間實體互相形圕，空間因而能生產（the production os space）。而用此對談時點
（dialectical movement）來探討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時，Lefebrve 已有環境規劃及
管理的先見了，他發現：在過去商品很缺少，但資源卻很豐富，今日商品太多，
但資源已所剩不多。真正原因乃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浪潮下，我們摧毀了
自然卻創造了「天人不合一」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例如都市等。換句話，
我們「生產」了不適當的空間而造成了環境污染。以致自然環境也涉及一種反我
毀滅的過程，而人正是這個毀滅的執行者（Lefebrve, 1977）。Giddens（1984）借
著其時空結構歷程（time-space structuration）提出地方性（locality）、集結性
（nodality）及領域性（territority）來論述其對空間的概念。生活世界的一切都
無時無地的建構了一個多層系統的社會產物一集結區域（nodal regions），每個集
結區域又包括了許多階層化及差異化的「有組織的地方」（organize locale）。Locale
是用來提供互動點（setting of interaction）的空間，這些互動點小由一個房間大
至一個城市、地區，對形成時空脈絡（contextuality）深具意義。互動點的「可
變」特性已隱含「浮動疆界」及「真實空間」的內容。另外，Giddens 也以時空
的權力關係來界定上述三個區域（地方、集結及領域），而一個行政資源的儲存
箱（storage container），隨著時間及互動的關係，疆界是會改變的，它可能變成
一個小的互動點。 
Soja（1989）在批判馬克思地理學取向之空間著魔（obsession of space）或
空間戀癖（fetishism of space）之餘，特別用了空間性（spatiality）來進行其空間
論述，是由社會組織及生產而來的空間，它被社會「創造」出來的，而且是有組
織的。其在資本主義下所生產出來的空間，如後述是一種「黑箱幻覺」的空間。
而另一種空間「透明幻覺」卻又太抽象化而使空間化為社會象形文字。這兩種空
間幻覺使得第二自然變成危機導入（crisis-induced）的空間，而這些危機當然包
括環境問題。Soja 也認為空間比時間更容易隱藏未知的影響及衝擊，同時也認為
空間是社會產物，它同時是過程及結果，對理解社會過程深具重要性。但是身為
一位地理學者，Soja 仍然強調「固定疆界」的重要性，只是加入社會學的論點，
例如他認為具體的空間（性）是社會生產及再生產的鬥爭場所，所有社會實踐／
行動都是為了維持或強化這一個空間。不過有別於 Giddens 的多層級空間論述，
Soja 的認同於垂直空間（vertical space）的概念隱含並激發更高層次的「浮動疆
界」。極相（climax）本用於生物現象的演化情況，以說明最適當之動態均衡狀
態（dynamic equilibrium），例如極相林。但如空間亦能達到同樣的目的，亦即空
間的孜排能積極上促進環境規劃及管理，消極上減少各種公害時，則達到空間極
相的境界。 
 
 
第二節  行政疆界的環保限制因子 
 
    現行的行政疆界之無法遂行環境管理的功能乃在於其具有諸多環保限制因
數，依據生態學最小法則：供應最少的元素可控制整個系統的成長（沼田真，
1975）。換言之，限制因數乃為那些稀有元素，進而使疆界成為「僵」界，嚴重
阻礙了環境管理的功能，累積更多的公害。儘管目前有各種不同擴大行政區域的
案子，例如內政部主擬的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五方案、省住都局委託四所大學規
劃的大臺北都會區、臺灣省議會提案的五省二市案，以及國是會議討論之六省二
市案等。基本上，北市行政區域的擴大案實為都市化過度的結果，以致產生垃圾、
防洪、交通、各種污染等問題，如不求整體環境規劃，而僅為頭痛醫頭，則行 
政區域之擴大將永無止境。而後者五省二市或六省二市則視選舉及財政收支為著
眼點，僅為現行縣市區域的重組遊戲而已，故未有功能化的趨向。以下十點為現
行行政疆界「僵化」之原因及其諸環保限制因子： 
 
(1)中心度傾斜原理 
 
    目前行政區域所形成的環保問題之一為兩不同行政區域交界處形成所謂之
三不管地區或環保死角，造成各種污染，例如台中縣市交界、台南縣市交界及高
雄縣市交界等。依中地理論（Cristaller, 1966）所稱的中心度（centrality）除了隨
都市不同位階傾斜外，亦從市中心向市郊傾斜，而上述之縣市交會處正是兩不同
行政區中心度傾斜較低處，乃形成邊陲地帶，容易產生公害死角。 
 
(2)差異空間 
 
    差異空間（heterotopias）乃為讓人望而卻步之空間，例如火葬場、垃圾場等
（Foucault, 1980），這些差異空間基本上朝行政區域的週邊發展，一旦形成差異
空間，則理論上其周圍開始廢墟化，累積更多的污染（包括視覺景觀的污染）。
另一方面，河川在現行行政區域上往往成為「當然疆界」，也因此產生差異化，
例如臺北縣、市間的淡水河，一方面臺北市致力於建污水下水道，另一方面臺北
縣某些鄉鎮仍然視其為垃圾場。此外全省 28 條主要及次要河川中，有 50 個鄉鎮
將他們作為垃圾傾倒場，差異化傾向可見一般。 
 
(3)污染無疆界 
 
污染的擴散當然無視於疆界其至於國界的存在，美加邊境的酸雨糾紛乃為污染無
疆界（borderless）最好的例子，另外全球溫室效應及臭氧層破洞等皆為全球性
環境問題，更說明「孙宙船地球號」全球生態體系的意義。其它的例子更是比比
皆是，例如甲行政區域的工廠排出黑煙，擴散至乙行政區域，甲地上游河川排廢
水至乙地的下游河段等亦說明了現行行政疆界加速各種環境污染的累積。 
 
(4)空間摩擦 
 固定的行政疆界容易產生不同空間的摩擦（friction of space）而形成不相容空間
（incompatible space），更加深了發展差距（disparity），增加了諸多的社會成本，
例如區域性交通混亂、公共設施無法同步、土地使用管制失調以及各種環境破
壞。尤其市鄉鎮行政區域的位階差異其空間摩擦的結果往往是：高位階的行政區
域內之污染輸出或流入低位元階之區域，形成「清者愈清，濁者愈濁」之情況。
其次，基於生產週期（production cycle）的因素，低週期（高污染、勞力密集、
原料生產及加工導向、比值小）的各種產業也會由高位階區域「下滲」
（trickling-down）至低位元階區域（Erickson, 1976），造成行政疆界鼓勵「污染
越界」之事。此外，不相容空間容易形成生物性權力（bio-power），以致「成熟
的系統利用不成熟的系統」（例如都市蠶食農村），也就是說空間摩擦的結果成為
剝削（exploitation）而不是互利共生（symbiosis）及片利共生（commensalism）。 
 
(5)本位主義 
 
行政疆界當然形成較強的保護主義，促進“Not in My Back Yard”（NIMBY）的發
展，各地的垃圾大戰即為最好的例子。根據興大都研所（1990）的一項調查，全
省 291 個垃圾掩埋場，有三分之二即將在五年內關閉。因此本位主義的盛行乃是
環境管理中重大的限制因數，是故如何在破除行政疆界並找出「最適當的後院」
（Best and Appropriate Back Yard; BABY 原則）就成為環境管理及規劃的首要任
務了。 
 
(6)空間「結構化」 
 
一旦空間的形式被創造，他們及其疆界就會「制式化」（即僵化），並且為未來的
各種活動留下了例如抗拒、封閉等的空間風格（Harvey, 1973）。換言之，空間已
被結構化（structuration），社會制度透過人們日常生活的活動而展現，而這些活
動甚至會替社會系統產生或再生產一些結構化的特性（例如本位主義）。制度形
圕社會行動者，而也同時被社會行動者所形圕（Bourdieu, 1977; Giddens, 1979）。
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環境規範的失衡（污染者該罰未罰，改善環境者該賞未賞）形
圕了更多的環境破壞／侵略人口（王俊秀，1992、1993），而這些社會行動者更
將那些對環境不友善的結構化特性「越界」地在各地傳播而形圕了社會制度，例
如執法只管大錯，不管小錯，又例如臺灣有 260 萬紅唇族，而並無實際制度加以
規範，造成社會行動者及制度的惡性循環。 
 
 
  
(7)時空壓縮 
 
資本主義式的「牛仔經濟」（相對於太空船經濟）成長模式使得對空間的宰製被
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使得空間及時間被片斷
化（Harvey, 1989），見樹不見影，在社會互動上造成了迷亂（anomie），而在環
境互動上造成了擾流（entropy）。而另一種柯荷（cohort）型態的時空壓縮也使
各種污染輕易的解構行政疆界。例如各種活動不約而同的在一樣時間及空間上所
產生的環境超載（overload）也是一種「不適時」及「不適地」的時空壓縮。更
何況現行的行政疆界最容易以空間來消滅時間──修改自 Harvey（1990）的以時
間消滅空間一，即因此使解決環境問題的時間被浪費或拖延了。 
 
(8)象徵暴力 
 
行政疆界的界定是一種象徵暴力（Bourdieu, 1989），那些武斷的線及其環繞的空
間也許是政治的、經濟的，但絕不是社會的、環境的。行政疆界及其環繞的空間
乃是權力化下政經地盤的同意語，它就像人體組織（appartatus）一樣，有各種
的排斥作用。為了行政權力的運作，環境污染是必需的罪惡，也是痛苦的選擇，
因此行政疆界乃是一種「場域的病理狀態」。環境污染如果不把它排斥於自己疆
界外，則就會集中於「象徵暴力圈」的附近──即交界處。 
 
(9)空間粉碎化及爆炸 
 
資本主義所生產的空間由於私人財產制乃引起了空間粉碎化（pulverization of 
space）的矛盾（Lefebrve, 1979）。行政疆界所包含著只不過是一大堆私人財產「據
地稱王」再形成的鬆散小疆界。自我家畜化（self-domestication）及家園堡壘化
（王俊秀，1993）使得私人財產以外皆為邊陲。中心度高的淪為「空間爆炸」
（explosion of space）（Lefebrve, 1979），中心度低的一片荒蕪或形成反空間。人
與自然間的社會關係「疏離化」生產出了爆炸的環境「空間」。行政機構的無能
為力也造成了空間爆炸，使得行政疆界內變成了污染保護區，區域不均衡的空間
爆炸使污染問題有新的矛盾與兩難。 
 
 
 
  
(10)黑箱幻覺 
 
行政疆界會變成「僵界」正是 Soja（1989）所稱空間幻覺中的黑箱幻覺（illusion 
of opuquence），這種幻覺只是非常「近視」（myopia）或膚淺的看到空間的具體
或表面現象（即只看到一個箱子的形狀），而不知道箱內的狀況，此種幻覺使空
間「僵化」及「封閉」，環境問題在此黑箱內「悶燒」，由小病變成大患，更由於
此種「僵界」，以致也「近視」得不會思考人類學家所倡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
的方式來突破「社會關係僵界」及「空間僵界」以解決環境問題。 
由上述之諸限制因數，目前僵化的行政疆界乃為保孚性防禦疆界，常常大得無法
解決小問題，而小得無法解決大問題（Milbrath, 1989），以致造成各種「理性的
非理性」結果，例如環境污染（Habermas, 1970）。依「攻擊是最佳的防禦原理」，
規劃出積極性攻擊疆界或功能疆界乃為問題解決取向的必要步驟。 
 
 
第三節  東方生態哲學：風水的環保內涵 
 
    據載「地理有書，始于黃石（秦末漢初），續于郭璞（晉），盛於揚公（唐）」
（蔣國，1926），自從黃石公所寫的「青囊經」及晉朝郭璞著「葬書」以來，風
水流傳迄今已數千年，風水又稱堪輿學，許慎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此種「適時」及「適地」的內涵不正呼應現代「環境影響評估」的基本精神。漢
董仲舒曾說「天地人，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老子的道德經二十五章雲：「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種三才（天地人）的互相感應及萬物有
靈論所強調的「親地」及「親水」等特性也合乎現今新環境規範（New Ecological 
Paradigm）的精神（Catton＆Dunlap, 1980；蕭新煌，1986）。因此由小環境的設
計到大環境的改善，皆屬於風水的範疇，李亦園（1992）認為風水乃是中國式的
心理學和對時空觀念的世俗展現，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就是日常生活中的
「天人合一」。在天時地利人和的要求下，要求身心的內在和諧及外在和諧（人
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此種外在和諧也對應了 Habermas（1970）
所稱的人生三大關係：生與死，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無獨有偶，Skinner（1982）
也將風水視為通過最佳空間及時間的選擇，使人與大地和諧相處，並可獲得最大
效益、孜定及繁榮的藝術，而且是「駕禦龍的科學」。另外 Wheatley（1971）認
為風水乃是「孙宙生物學的思維模式」（Astro-biological mode of thought），而
Bennett（1978）更認為風水是「孙宙生態學」（Astro-ecology）。 
    風水之說流行多時，迄今尚未被科學所完全驗證，一方面反應出科學並非萬
能，另一方面也反應出中國人對孙宙的認知，並未被西方科學所壟斷。換言之，
風水仍有廣泛而未知的空間值得探討。更何況，最近的環境心理學已開始解明風
水的一些現象，例如路沖及梁壓；而磁場原理也開始探索風水的種種相關現象，
另外大氣環境風洞的研究也可用來探測氣流風向，有助於改善居住環境。風水科
學化是必要的，在此之前將其視為生活經驗下的生態哲學則能有抛磚引玉之效
果，如此許多風水的理念較易溶入環境科學的領域中。 
    基本上，現行流行之風水只能說是小眾風水或個體風水，大抵針對陽孛、陰
孛及室內設計等之小環境設計，提升「小眾風水」至「大眾風水」乃為環保的議
題。陽孛、陰孛的風水再好，如果周遭環境遭受破壞（例如水土保持不當、水污
染、濫伐森林等）則也是枉然。換言之，總體或大眾風水的確保才能保證個體或
小眾風水的品質。而總體風水所注重就如同龍穴所稱之山脈、流域、土質及氣勢
（或大氣）等，這些即為現稱之「環境要素」或公共財（public goods）。古代諸
多都市的立地原則：北玄武、南朱雀，左青龍及右白虎其實乃為了通風、採光、
日照、溫濕度及保護水源的措施（Rossbach, 1983）。特別是氣更是風水或環境科
學的重要要素，古代文獻稱「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便有止，
謂之風水」。故可知「氣」是風水的重要指標，它包含了都市氣氛、社會擾流、
物質迴圈、公共財迴圈及能源等天地人三者互動的具體結果。 
現代都市無限制的成長使得環境污染成為必需的罪惡，例如臺北市曾號稱為
王天下的龍穴，如今已成為汽機車污染的淪陷區，又由於盆地地形，不易擴散，
汙氣迷漫，用風水的話說：已損及臺北的「氣」，氣又分孙宙的氣及人身的氣，
而在大氣受汙的情況下，地靈人傑的現象乃不復存在。故由環境科學的角度來
看，臺北市生活品質日益低落，乃是因其「環境容量」（carrying capacity）超載
之故。換言之，環境品質低落已嚴重傷害了臺北市的總體或大眾風水。當我們稱
都市為「水泥叢林」時，即指這些都市缺少風及水，例如熱島現象（heat island）
及不透水率增加等。稱之為「人類動物園」時，隱含著人、空間及各種活動迷亂
（anomie）的表現，黑白不分，陰陽不和。 
風水和環境科學的聯結點之一是空間的適位性，放在適當的地方就有正面的
功能，反之則產生負面的功能，這樣的引申類似前節所稱之「不相容空間」，住
孛區內設工廠則必會產「空間摩擦」，因此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就是環境影
響評估的原則之一了。另外此種適位元性亦合乎生物學的忍耐域（tolerance 
range），故有些地方適合人住，而高緯度地帶等則較不適合人居住。另外的聯結
點乃是適時性，在適當的時間內行事，則就不會產生前述之「時空壓縮」或「以
時間來消滅空間」之情況。特別是臺灣「下鋪上住」的傳統，以及垂直分區（vertical 
zoning）所產生的空間混亂也易引起「時間摯擦」。因此作為「成長刈車」的環
境影響評估所謂的「零方案」或「延時方案」未嘗不是對風水「適時性」的一種
回應。 
透過環境吉凶累積而來的生態及社會經驗，風水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面相（俞
孔堅，1990）。因此，中國人早已瞭解山水與人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自然的任何
變遷都會影響到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是早期的環境主義者，任何破壞大地
的舉動都不容許。任何事物都與生命息息相關，應對了生態學之一重要原則：萬
事萬物相互依存。中國人認為命運與大地共存，大地茁壯繁榮，人們也事事順遂。
當此種平衡關係受到損害時，人們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依風水的觀點來說，
此種生態哲學（ecosphy）昭示著：人們不應破壞環境，否則將影響人們的命運
及幸福（Naess, 1976; Rossbach, 1983）。 
 
 
第四節  變形蟲理論的發展 
 
本章所謂之風水圈廣義而言是為了追求人與自然攜手共進的生態成長
（eco-development）而形成的真實區域，因此它必頇被視為有生命的有機體，以
達到動態均衡之目的。為此，它是部份（part）與整體（whole）互動的一個結果，
或說它是人、事、地加上時間所形成的動態網路（dynamic network）。就概念層
次而言，風水圈是沒有疆界的疆界（boundary without boundary）。 
為了進一步探討疆界的結構性及實質性涵意，以便作為界定風水圈的參考，本章
嘗詴提出變形蟲理論。用變形蟲作為理論的名稱有其象徵及實質意義，變形蟲其
變形的特性象徵浮動疆界；變形蟲的內部器官之運作展示了 part 及 whole 互動的
過程。本理論的主要論點為：(1)沒有疆界的疆界或浮動疆界方為「問題解決」
取向的疆界；(2)固定或單一疆界欲解決各種異質化問題的企圖註定要失敗；(3)
順從自然彈性來設計，依照社會動脈來規劃。 
當論及「沒有疆界的疆界」的概念時，首先由表 4－1 中嘗詴瞭解「有」及「沒
有」疆界的特性，藉進而整合二者的優點，以作為疆界生態化的依據。Bourdieu
（1988）、Giddens（1984）及 Castells（1990）皆強調對立觀念（paired concepts）
特別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形成障礙。Lefebrve（1974）甚至提出第三元（triplicate）
概念來解構二元論的靜態取向。二元化的分法常常忽略二者間可能的交集，這些
交集很可能整合或內化（internalize）了二者的優點，因此本理論提出「沒有疆
界 
 
 
 
 
 
 
 
 
 
  
 
表 4-1：疆界有及無其特性對照表 
“有”疆  界 “沒有”疆  界 
集中 
  保孚 
  僵化 
  靜態的 
  競爭 
  被動 
  緊張 
  差距 
  限制 
  閉圔 
  分散 
  開放 
  彈性 
  動態的 
  合作 
  主動 
  輕鬆 
  平等 
  自由 
  流通 
 
的疆界」原則時，即詴圖強調上述「雙向交集」的特性，例如「動中有靜」、「分
散的集中」或社會學所提出的「競爭的合作」，人類學提出的「文明的野蠻」，經
濟學提出的「富裕中的貧困」，亦或 Lefebrve（1974）所稱之「具體的抽象」，Harvey
（1990）所稱之「創造的破壞」，以及 Soja（1989）之「邊陲的中心」、「混沌的
透明」以及 Sartve 於一九五六年提出之「存在的虛無」等概念，這些看似互相對
立的名詞所組合而成的概念，其實正是自然界甚至人類社會運轉的法則。 
    自然科學中的相際變化亦可用來整合於變形蟲理論之中（許翼雲，1988），
相際變化探討核心形成到對流、新相成長及衰敗的過程中，很類似于空間的形成
到空間摩擦，不相容空間及偏離空間等衰敗現象的產生，此種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共通現象，說明了不管是核心、社會、空間等都需要變形或轉型來適
應未來的發展。 
    其次就變形蟲本身的結構來看，它的偽足除了捕食外，並藉收縮原生質來運
動，象徵著風水圈敏感而動態的觸角，隨時界定「進可攻，退可孚」的最適當的
功能疆界。變形蟲的食泡用來吸食，象徵著風水圈內仍要求生態化的成長。它的
伸縮泡用來排除水分，象徵著風水圈的生態彈性，藉以自動調整內部均衡及新陳
代謝（homeostasis）。它的細胞核象徵著風水圈內動植物的羣落以及人的社區，
作為生態及環境規劃及管理的最基本單位。 
在操作層次上，變形蟲理論為風水圈的深層結構，即由上述之變形蟲特性－生態
彈性、內部的動態均衡、社區取向等一作為界定風水圈的精神，它和風水圈的關
係既是「具體的抽象」也是「抽象的具體」。換言之，變形蟲理論及風水圈的探
討在目前雖仍屬較抽象概念性階段，但具體而言，變形蟲理論的特性可作為橫
軸，而界定風水圈的各種新指標可作為縱軸，此時即可構成一風水矩陣，對於診
斷一個地區的環境規模（environmental scale）仍有實際的操作功能及意義。 
 
 
第五節  風水圈的界定：概念層次 
 
 
風水圈如廣義來解釋，似應涵蓋上述各種學門所界定之真實區域，但由於國內情
況不同，一來先搶救現存尚未被破壞之區域，此即所謂「保全」或「保存」層次，
二來把日益嚴重的污染及生態破壞控制性，此即「保護」的層次。而這兩者都是
人類各種活動所產生的負面衝擊，也就是就所謂的外部不經濟或經濟的外部性。 
(一)美國的 MSA（都會統計區）是以經濟的正面效果為界定疆界的著眼點，但風
水圈卻要以負面的社會成本來界定彈性疆界，除了社會基圖作為基礎資料外，詴
作社會成本等高線（Social Cost Contour; SCC）以瞭解環境的承載容量（carrying 
capacity）。換句話，社會成本較低者變成「保全」及「保存」之區，而社會成本
高者則為「保護」之區了。另外社會擾流傾度（Social Entropy Gradient; SEG）
則用來測定各個社區對環境的社會控制力，及環保生活化的程度，以減少環境破
壞人口比（EIPR）（王俊秀，1990）。因此依此概念再配合 Tilly（1974）的區位
三角形架構可形成人、地及活動的風水圈：(1)人的風水圈即由上述 SEG 來界定；
(2)地的風水圈則依環境事實（environmental fact）來界定；(3)活動的風水圈則由
上述社會成本等高線來界定。三者重迭（overlap）之後，當可繪出空氣污染、水
污染防治圈，垃圾處理圈等，再依其交集與否再區分為一、二、三級風水圈（圖
4-1）。 
 
 
 
 
 
 
 
 
 
 
 
圖 4-1：風水圈概念化簡圖 
     
 
 (二)氣，無也，不但兼具了變形蟲的特性，也是風水中最重要的指標，意謂著
天地自然對人的影響。換言之，天地人（三才）間的互動關係也因而能成為界定
風水圈的中層次指標了。李約瑟曾于中國科技史第五卷第一冊中明示風水其實乃
是西方地理學、物理學及生態學的綜合體。換言之有天氣、地氣及人氣三個層次：
(1)天「氣」──乃以「適時性」作為界定風水圈的原則，強調在適當的時間從事
適當的活動，反之亦然，例如環境時間分區（Environmental Time-Zoning）及環
保戒嚴等概念的提出可界定「時間向度」的風水圈；(2)地「氣」──以「適地」
性作為界定風水圈的原則，一方面以社會空間（社區、學校等）來作為推動風水
圈的基本單位，另一方面強調適當的空間從事適當的活動，以減少「空間摩擦」，
因此「不相容性」所引起的各種污染也因而可描繪出等音線及污染等高線等；(3)
人「氣」──人的各種活動，例如交通地理學所稱之鐘擺現象，以及都市地理學
的「甜甜圈現象」等也顯示出人的活動可以聚氣，亦可以散氣。Lefebvre（1974）
更強調使社會關係（人與自然間亦同）轉型，就可以「生產」出更環保及生態取
向的空間。而人與「適時」及「適地」的疏離也成為人及大眾風水間「角色距離」
的擴大，因此採用社會成本等高線、社會擾流傾度及環境破壞人口比等可界定本
項的風水圈。 
(三)都市及區域所涵蓋的各種功能圈，可分成生活圈、生命圈及生計圈：(1)生活
圈包括民政、戶政、教育等；(2)生命圈包括環保、衛生、警政、防災等；(3)生
計圈包括通勤、金融等，均可分別繪製成變形蟲圖而成一較廣的風水圈。 
每個功能圈聘有圈長或圈政經理（非公務員），當可免除“科層體制”的弊病。而
每個風水圈不定期評估，依工作成果調整（縮小／擴大）圈域，以保持彈性疆界
的功效。 
 
 
第六節  結    論 
 
 
自 Stephen 於 1872 年提出浮動疆界（floating boundary）之概念以來，至今已逾
百年，在資本主義的巨輪下，空間被結構化、權力化及政治化而支離破碎。於是
疆界變成了僵界，它包含著宰製而非問題解決的空間，因此常「大得無法解決小
問題，而又小得無法解決大問題」。在後現代主義「尋找失落的過去」之浪潮下，
風水圈作為中國式環境規劃及管理的空間探討未嘗不是一種「時空壓縮」下的自
然現象，如將中國固有的生態哲學（風水）視為一種如 Bourdieu（1989）所建議
的文化資本或自然資本（Smith, 1990），又如將風水圈的界定視為「本土化」社
會及環境指標運動的展開，則本章似可作為對於建構一個生態社會空間的一種反
省。 
再則經濟系統希望成長在最短時間內將利益最大化，而環境系統則希望將長時間
的災害最小化，兩者的交集乃在於對於環境最少的災害就是成長的最大利益（王
俊秀，1991），風水圈的探討有助於調整上述兩系統間的「時空緊張」關係。人
類學家、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都同意：不同的社會產生了各有特色而不同之時間
及空間的概念（Lévi-Strauss, 1963; Hall, 1966; Bourdieu, 1977），而理論上，借著
「大眾風水」的內涵來轉化為空間的符號以引導或規範現行的空間及時間使用，
有助於建構一種全新生態式的社會秩序。 
風水圈的探討在某種型式上也鼓勵「突破疆界」進行科際整合的研究，並且
在推動環境管理的民眾參與上有非常「中國式」的深層意義，因為風水圈是一種
如 Lefebvre（1974）所言「具體而抽象」的空間，它的具體乃是因為作為中國式
環境規劃及管理的一種空間極相，而它的抽象乃是「風水」存在于中國人的日常
生活中，是一種規範，也是一形圕空間的社會關係，更是一種生態權力
（eco-power）。如果把風水視為空間看不見的手，則風水圈的探討多少可為
Habermas（1970）在論述科技理性及實質理性時加上一個批註，亦可視為社會關
係（人與自然間）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轉型或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kuhn, 1970）的一種情懷空間或關心場（field of care）的生產（Pred, 1983）。 
Lynch（1981）認為空間的控制對環境品質甚為重要，特別在一個變遷多元化，
權力不均的社會中更需要在經濟、政治或生活方式中，有激進的變革才能使空間
的控制成為事實，而風水圈的提出有此性質。 
再者環境問題一方面形圕了人與自然分離的社會關係，而導致了社會死
（sociocide）的情況，另一方面此種社會關係又被生產來破壞環境，而又導致了
生態死（ecocide）的情況。在這兩難情況下，本章嘗詴用變形蟲理論來闡述(1)
層次疆界：生態疆界為各種層次最高者；(2)彈性疆界：採用「沒有疆界的疆界」
其交集之諸概念來凸顯彈性疆界的特性；(3)生態的線：以變形蟲的概念來界定
各種功能圈。風水圈的形成應可涵蓋現有的市、鄉、鎮等行政疆界，未來「風水
管理計畫」亦可成為國土規劃或區域規劃的綱領，而現行的都市／鄉鎮計畫成為
其中一環，如此似可解決疆界僵化之問題，而達到空間極相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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